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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气候变化应对背景下，生质燃料被多国寄予厚望，但生质燃料的生产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为此发达国家纷纷建立可持续标准。欧盟是生质燃料可持续标准立法的先行者，欧盟可持续标准是迄今为止最为详细的可持续标准。从WTO有关相同产品和贸易歧视的规定来看，欧盟生质燃料可持续标准存在违法之嫌。为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合作，推动可持续标准的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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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limate change, many countries pay attention to biofuel. However, the production of biofuel has some adverse impacts, therefore some countries have set up sustainable standards for biofuel. EU is the pioneer of biofuel sustainable standard legislation, which is the comprehensive sustainable standard for biofu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TO, sustainable standard at EU violates the same product and trade discrimination rule.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developing countr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creat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biofuel by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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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2006年，国际能源署（EIA）发布的《世界能源展望》指出，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会导致全球能源需求在2006年到2030年期间将以每年1.6%的速度增长。化石燃料仍将是最主要的能源来源，但是随着化石燃料成本不断递增，以及使用化石燃料所带来的安全隐患和环境影响，各国会寻找其它可替代的能源来源[1]。其中，来自生物质的生质燃料被许多国家寄予厚望，希望用它来替代化石燃料。生质燃料之所以受到各国的青睐，是因为理论上它可以减缓全球气候变化进程、提升能源效率、促使一国农业生产多样化并提高农村的农民收入。国家能源署估计，全球生质燃料的使用将从现在的每天100万桶增长到2035年的每天440万桶[2]。目前，全球生质燃料的主要生产国是美国、巴西、欧盟，我国和加拿大正在增加各自生质燃料的生产总量。
虽然生质燃料有种种优势，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生质燃料在生产过程中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为了将生质燃料的负面影响最小化，一些国家开始为生质燃料规定相应的可持续国家标准。荷兰是为生质燃料建立可持续标准的先行者，2006年荷兰政府设立了生物质可持续生产工作组，为生物质的生产及其能源转换设立了诸多可持续标准。荷兰生物质可持续生产工作组指出，生产用于生质燃料的生物质必须符合3P（people,planet,profit）原则，即生物质的生产必须处理好如下关系：温室气体排放与生物质可持续评估的关系、生物质生产与食品生产的竞争关系、生物质生产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系、生物质生产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生物质生产与社会福利改善的关系和生物质生产与农业繁荣的关系。针对不同的关系，荷兰生物质可持续生产工作组制定了相应的原则、标准和指数。
随着生质燃料在全球能源市场的快速发展，美国和欧盟效仿荷兰的做法，先后针对生质燃料的生产规定了可持续标准。譬如，2007年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能源独立与安全法》（Energy Independence and Security Act,EISA），该法鼓励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和使用，并规定只有符合新土地使用标准和温室气体排放标准的能源才算可再生能源。欧盟有关生质燃料可持续标准的法律主要是欧盟的可再生能源指令（Renewable Energy Directive,RED）和燃料品质指令（Fuel Quality Directive, FQD），这是迄今为止全球最详细的生质燃料可持续标准法律。
从我国的立场来看，发达国家所制定的生质燃料可持续标准极易成为新的贸易壁垒，不利于我国相关产业的出口。近年来，我国生质燃料技术取得不断发展，生质燃料产业已初具规模，伴随我国生质燃料出口市场的不断扩大，国外生质燃料可持续标准对我国生质燃料的出口影响会越来越大。本文将从WTO视角对欧盟生质燃料可持续标准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剖析，以期有助于大家了解并有效应对这一新的贸易壁垒。
2   生质燃料的负面影响与可持续标准
2.1  生质燃料的负面影响
从生质燃料在全球的发展状况来看，生质燃料近年来发展迅速，但是，生质燃料在推广过程中面临一些障碍，因为现在所生产的生质燃料未必是汽油或柴油的完美替代品，生物酒精的能源密度低于等量化石燃料的能源密度，而且除非企业对机器设备进行重大改造，不然的话，现在的机器设备无法使用生质燃料[3]具体页码814。然而，即便生质燃料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对生质燃料还是寄于厚望，认为它是新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随着各国大量使用生质燃料，人们发现不断加大生质燃料的生产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首先，鉴于生质燃料生产导致土地使用发生变化，生质燃料到底节省了多少碳排放存在不确定性，因为为了种植生质燃料原材料而改变土地用途会导致碳排放。生质燃料的生产会导致直接土地变化和间接土地变化，直接土地变化是指本用于非农业或森林的土地用来生产生质燃料，间接的土地变化是指先前用于生产食品的土地用来生产生质燃料。现实生活中，土地使用变化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土地使用变化会导致这些国家的雨林处于风险之中[4]具体页码125。间接土地变化导致的问题较为复杂，生质燃料的生产会导致间接土地变化，许多国家打算限制那些引发土地使用变化的生质燃料。其次，增加生质燃料生产可能会带来其它负面的环境影响问题，比如，生质燃料生产可能会导致间接的对社会不利的后果，不断增加生质燃料原料的种植会破坏森林，生质燃料原料种植过程中大量使用杀虫剂和水资源会损害生物多样性。再次，生质燃料的生产还会带来严肃的社会问题，譬如，加大生质燃料的生产会导致农地变得越来越少，农地一旦变得越来越稀缺，农产品的价格必然会升高，进而诱发相应的社会问题。
2.2  生质燃料的可持续标准
如上所述，大量生产和使用生质燃料会带来土地多样化、食品安全、生物多样化保护和水资源使用保护等方面的问题。鉴于生质燃料的产生具有潜在的负面效果，各国政府开始关注生质燃料及其原料生产所涉及的可持续性问题，很多国家正在考虑使用认证计划来确保生质燃料的可持续生产符合相应的标准。在政策制定者看来，认证确保生质燃料的购买者知道生质燃料的销售者是否遵守相关的规定，认证允许生质燃料的差异化并提供生质燃料的各种信息。
从各国所制定的生质燃料的可持续标准来看，生质燃料的可持续标准主要关注两大问题：一是生质燃料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问题，即与传统的燃料相比，生质燃料到底能削减多少碳排放总量。二是生质燃料生产过程中的其它问题，这里主要涉及生质燃料生产诱发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遥相呼应，生质燃料的可持续认证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认证，一是生质燃料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认证，二是生质燃料生产过程中的环境与社会影响认证。
不过，生质燃料的可持续认证会影响生质燃料市场的运行，直接影响生质燃料在一国境内和境外的销售。譬如，欧盟明确规定，如果生质燃料不符合可持续标准，那么相关的生质燃料便不能作为欧盟各国履行义务的手段，不能享受相应的税收减免和资金资助好处。其它国家效仿欧盟的做法，规定只有获得可持续认证的生质燃料才能享受税收减免和其它政策优惠措施。[5]12从国际层面来看，可持续标准认证会直接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生产者，相关的标准认证直接导致这些小规模生产者所生产的生质燃料无法出现在国际贸易市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生产者而言，生质燃料可持续标准认证完全是一种新型的贸易壁垒。
3  欧盟生质燃料可持续标准的内容
从欧盟现行的有关生质燃料的法律规定来看，欧盟生质燃料的发展主要依赖于欧盟的气候变化政策与能源政策包，其支柱是RED和FQD，旨在削减温室气体、改善能源安全和推进乡村发展[6]110[6]110。RED和FQD对温室削减方法的规定有所差异：RED规定成员国应该确保交通运输燃料的消费中生物燃料占一定比例，没有规定具体的温室气体削减目标。RED第3条要求成员国确保可再生能源占交通运输能源消费的10%，可再生能源占欧盟初始能源消费（primary energy consumption）的20%。FQD第7a规定，成员国应该确保国内的燃料供应商所提供的燃料在2020年12月之前削减6%的温室气体排放（参考标准是2020年欧盟化石燃料的平均温室气体排放水平）[4]具体页码125。为了推动可再生能源，欧盟成员国通常采取税收优惠措施、政府研发帮助政府研发资助和政府投资基础设施。有些欧盟成员国则没有采取税收激励计划，而是采取生质燃料使用鼓励计划，比如英国规定2013年开始实施的可再生运输燃油义务（renewable transport fuel obligation, RTFO）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7]。此外，欧盟各成员国虽然可以采取较多的方法来满足FQD所规定的6%，比如减少化石燃料开采中的碳排放，但是，从英国的经验来看，FQD规定的燃料温室气体削减任务主要依靠生质燃料的大量供应。可见，基于RED和FQD的强制规定，生质燃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鉴于生质燃料的生产可能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RED和FQD均针对生质燃料规定了可持续标准。譬如，在RED框架下，RED第17（3）条规定生质燃料的原料不应该从具有较高生物多样性价值的土地获得；RED第17（4）、（5）条规定生质燃料的原料不应该从具有较高碳汇价值的土地获得；RED第17（6）条规定应该在生质燃料原料生产的过程中确保一定的农业环境（agro-envrionmental）实践。FQD在第7（b）条中规定了相似的可持续标准，即低碳燃料标准（low carbon fuel standard），依据这一标准，交通运输领域的燃料在2020年12月31日之前必须确保降低6%的温室气体排放，交通运输领域中的燃料碳排放必须考虑燃料的加工、分配和开发等多个阶段[4]具体页码140。
可见，RED和FQD规定了两组可持续标准，所有的生质燃料必须符合，否则的话，它们将作为化石燃料加以看待。第一标准涉及生质燃料与化石燃料在整个周期内所削减的温室气体总量；第二标准涉及生质燃料原材生长土地的变化。就温室气体而言，欧盟的可持续标准主要包括三大内容：首先，规定行业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比如，RED规定从2013年4月开始温室气体的最初减排目标是35%，2017年1月将达到50%，到2018年1月将达到60%。其次，使用减排默认值。依据RED附件V，生质燃材的种植者也可以申请默认值（default value），即由于生质燃材种植导致的土地使用变化没有带来温室气体排放，比如大豆生物柴油削减的温室气体默认值是31%，油菜籽生物柴油削减的温室气体默认值是38%。第三，规定温室气体削减量的计算方法。RED第V附件第C部分规定了计算温室气体削减量的方法[3]具体页码820。就土地使用而言，欧盟主要关注如下土地的可持续使用问题：第一，存在较高生物多样性价值的土地；第二，具有较高碳汇价值的土地，例如森林和湿地；第三，泥炭地（peatland）。虽然RED和FQD对这一标准所规定的细节有所不同，但是它们的指导思想大致一致，即从2008年1月1号开始，如果生质燃材来自这些土地，那么它们便不符合可持续标准，无法用其来履行欧盟指令所规定的义务[3]具体页码830。
不过，有学者指出欧盟的生质燃料可持续标准虽然旨在确保生质燃料的可持续生产，但是这一目标无法实现，因为它忽视了间接效果和社会问题[4]具体页码135。比如，RED的缺陷是没有区别对待各种生物燃料，将削减了50%温室气体的生质燃料与削减了100%温室气体的生质燃料同等对待，这无法激励供应商去选择削减温室气体比较高的生质燃料。更为致命的是，RED和FQD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譬如，符合可持续标准的生质燃料进口到某一国，但是某一国却将不符合标准的生质燃料出口到那些出口可持续标准生质燃料的出口国，违背预期的国际转移因应而生。
4  欧盟生质燃料可持续标准在WTO下的合法性
近年来，气候变化问题逐渐成为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常客[8]，随着生质燃料可持续标准的大力推广，它在WTO体制下的合法性备受关注。比如，2012年阿根廷曾就西班牙有关生质燃料的规定向欧盟和西班牙提出磋商要求，因为西班牙规定生质燃料应该在西班牙或其它欧盟成员国境内生产，阿根廷认为这一规定违反GATT第3条和第11条。
4.1  生质燃料可持续标准涉及的WTO规范
依据RED第17条的规定，可持续标准适用于欧盟境内和进口的所有生质燃料。依据RED第18的规定，成员国应该要求相关企业证明它们生产或销售的生质燃料符合RED第17条所规定的可持续标准。可见，依据RED的规定，欧盟成员国应该依据RED制定相应的措施确保欧盟各国境内销售的生质燃料符合可持续标准。理论上不符合可持续标准的生质燃料可以在欧盟境内使用，但是事实上，可持续标准已成为一种技术规范，不符合这一技术规范的生质燃料无法与RED和FQD所规定的激励机制兼容。
鉴于可持续标准是一种事实上的技术规范，在WTO体制下相关贸易纠纷的解决主要受TBT和TBT附件3的调整。不过，有人认为可持续标准涉及的贸易争端应该依据GATT第3条来裁决[3]具体页码814。虽然发达国家希望用TBT来解决可持续标准涉及的贸易纠纷，但是发展中国家不愿接受可持续标准涉及的纠纷受TBT的调整，因为发展中国家担心这样做会限制它们根据本国生产技术进行生产的自由权利；此外，发展中国家认为可持续标准非常容易成为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的手段。
虽然大家对可持续标准到底是受TBT调整还是受GATT调整存在争议，但是判断可持续标准在WTO体制下的合法性大致遵行相同的程序：第一，确定不符合可持续标准的生质燃料与符合可持续标准的生质燃料是否是相同产品；第二，确定可持续标准是否存在歧视；第三，可持续标准如果存在歧视，是否存在正当的政策理由；第四，如果存在正当的政策理由，该措施是否符合国际标准，或者它对贸易的影响最小[3]具体页码833。
4.2  生质燃料可持续标准与相同产品的判断
目前，人们对符合可持续标准的生质燃料与不符合可持续标准的生质燃料是否是相同产品存在较大争议，因为人们对产品/程序区别的争议较大[9]。有人认为GATT文本没有为产品/程序的区别提供法律基础[10]；有人认为GATT第3条为产品/程序的区别提供了法律基础[11]；而且，随着GATT第20条与时俱进，它对产品/程序区别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从WTO的历史发展来看，基于可持续标准对生质燃料进行区别似乎具有较好的前景。比如，在石棉案中上诉机构认为产品的健康风险可以成为区别产品的标准[12]，这似乎为基于可持续标准区别对待生质燃料提供了先例支持，但是，生质燃料所涉及的问题要远比石棉案涉及的问题复杂，因为生质燃料的可持续标准不仅涉及环境或健康，而且涉及劳工和社会标准。虽然1996年的新加坡部长会议指出产品准入不该和劳工标准结合，但是WTO争端解决机构开始关注非贸易议题。此外，完全可以说符合可持续标准的生质燃料和不符合可持续标准的生质燃料不是相同产品，因为消费者对它们各自的偏好不同。即便上述主张不能成立，根据美国汽油案、韩国牛肉案和巴西轮胎案的裁决来看，生质燃料的可持续标准完全符合GATT第20条必要性的要求。不过，很难说一个依据RED节省了34%的生质燃料与节省了35%的生质燃料不是相同产品，欧盟相关指令没有对为何选择这一数值进行说理。
即便假定可持续标准作为各种生质燃料是否是相同产品的判断标准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可持续标准在执行过程中也会面临诸多问题[13]。第一，不宜制定可测量的指数指标。必须承认，要想确保生质能源认证系统有效运行，必要使用准确的指数。实践中虽然已有针对生质燃料的环境可持续指标和社会可持续指标，但是这些指标通常缺乏准确的界定。譬如，确保工人安全生产、废物最小化和提升就业之类的指数缺乏量化指标。荷兰生物质可持续生产工作组明确承认制定可量化的可持续标准指数几乎不大可能。最为重要的是，几乎无法为碳泄露效果、食品安全、能源供给安全和贫穷减少等制定可量化的指数。第二，难以评估宏观效果。政府可以评估某一生质燃料是否符合可持续标准，但是它可能无法准确评估整个生质燃料行业所产生的宏观效应：泄露效应、当地食品安全、全球商品价格的影响以及对不同群体购买力的影响。泄露效应是指一旦生产生质燃料，导致相关产业进行地区转移和对社会不利的土地使用变化，结果使得生产生质燃料所削减的温室气体被其它地区增多的温室气体抵消。由于泄露效应主要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技术上难以对它进行评估。第三，难以比较不同生质燃料的温室气体削减效果。可持续标准已将温室气体削减作为其计划重心，因为生质燃料未必是碳中性的，要想对各种不同的生质燃料的碳排放削减效率进行比较，必须依照一定的参数。但是问题是，如何对不同生质燃料的温室气体效果进行比较呢？
4.3  生质燃料可持续标准与歧视的判断
鉴于欧盟指令所规定的可持续标准主要面向欧盟境外的生质燃料，所以欧盟的政策难以做到中立，极易变成一种事实歧视。从现有的数据统计结果来看，欧盟使用的大多数生质燃料来自欧盟境外。譬如，2008年欧盟所使用的生质燃料25%来自进口，这一趋势还会继续增强，因为欧盟生产的可再生能源无法满足它的27个成员国的需求[4]具体页码141。对生质燃料的生产商而言，可持续标准会给它们带来成本负担，这些成本包括满足相关标准的额外成本和遵守相关标准的成本，成本的大小取决于可持续标准的数目和严格程度。可持续标准覆盖的范围越大，遵守相关标准的成本会越大。除此之外，公司的生产规模不同也会影响相关的成本，荷兰生物质可持续生产工作组发布的报告指出，可持续标准会导致公司的成本上升20%甚至更多。
理论上，可持续标准导致的额外成本会给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生产者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它们没有财力来获得可持续认证，结果便是，小规模生产者退出生质燃料市场，大规模生产商垄断生质燃料市场。荷兰生物质可持续生产工作组建议，法律明文规定相关市场中必须确保小规模生产者占有一定的份额。此外，发达国家如果创建生质燃料可持续标准，它们应当提供一定的资金和技术来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履约能力，使它们可能掌握和使用可持续标准。问题是，谁应当提供相关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发展中国家一直认为发达国家的可持续标准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可持续标准通常采取统一的方法而没有考虑各地的实际差异，可持续标准可能偏好于发展中国家无法得到或者成本过高的技术。基于此，发展中国家认为，为了确保相关标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发达国家制定可持续标准时必须采取透明且公平的程序，必须确保发展中国家有效参与可持续标准的制定。 

4.4  生质燃料可持续标准与歧视最小化的判断
根据WTO的规定，可持续标准的歧视即便具有正当性，也必须符合GATT第20条序言和TBT第2条[14]。在美国海虾案中，专家组认为GATT第20条序言旨在为一国根据GATT第20条制定措施的权力和其它国家根据GATT其它条款所享有的权力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线（line of equilibrium）。为了达成有效平衡，上诉机构需要适用GATT第20条（g）中的最小贸易限制或必需，同时需要考虑措施的灵活性和成员国的诚信，即为了确保政策对贸易造成最小的影响，各国应该进行协商[15]。具体就欧盟生质燃料而言，即便欧盟燃料可持续标准具有歧视的正当性，它对各国所造成的歧视影响应当最小。
不过，欧盟生质燃料可持续标准的最大问题是35%标准。虽然欧盟可以宣称它的政策目标是削减碳排放，但是没有理由说34.9%的标准和35%的标准对政策目标的实现到底有多大影响，这一标准在缺乏更加可信的数据支撑的前提下显然带来不必要的贸易限制。鉴于35%的标准在WTO下存在很大的问题，有学者建议RED采用GHG节省标准，即削减了35%温室气体排放的生质燃料只能获得削减了100%温室气体排放的生质燃料所获信用的35%[3]具体页码814。这样规定有如下好处：第一，确保政策目标得以真正实现，可以确保该计划在政治上具有可行性，同时确保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率；第二，可以减少相关的国际贸易纠纷，因为这会激励企业减少进口不符合可持续标准的额生质燃料。
5  结语
在各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生质燃料被视为化石燃料的有效替代品，不过，生质燃料的生产也可能带来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为了防范生质燃料生产带来负面后果，许多国家先后制定了生质燃料可持续标准，希望借此规范生质燃料的健康发展。其中，典型代表是欧盟的气候变化和能源政策包所规定的生质燃料可持续标准，它是迄今为止全球最详细的生质燃料可持续标准。不过，发展中国家认为欧盟的生质燃料可持续标准是一种违反WTO的新型贸易壁垒，它以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代价来保护发达国家的利益。有学者认为欧盟的政策符合WTO的规则，欧盟在设计相关政策时考虑了WTO的规则；有学者认为欧盟的政策完全以保护主义为主，欧盟主要是限制进口生质燃料，35%的基准点完全是为了保护欧盟的生质燃料生产商。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雪上加霜的是全球范围内各种可持续标准不断涌现。过多的可持续标准会影响它的效率和可信度，国际社会有必要对各种不同的可持续标准加以协调。从欧盟沙丁鱼和欧盟荷尔蒙案等WTO成案来看，TBT非常强调国际合作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上的重要性，国际合作是避免国际贸易限制的重要手段[16]。在各种备选的国际合作手段中，建立可信的国际认可制度是最佳选择，因为它可以提高可持续标准的透明度，为生产者提供清晰的可持续指数，许可大家参与可持续标准的制定，反映不同地区不同利益主体的声音，确保市场准入和环境保护等问题达成有效平衡。总的来说，近年来全球生质燃料的生产面临与日俱增的规制需求，虽然已有诸多国家和地区层面的生质燃料规制方法，但是缺乏一个全球性的框架来规制生质燃料的可持续性。
从国际标准以往的成功经验来看，生质燃料可持续标准应当符合如下条件：第一，必须基于可信的科学证据，只有如此才能减少可持续标准制定过程中出现的争议；第二，坚持开放的程序，只有如此才能确保最终的可持续标准更易被大家接受；第三，选择合适的谈判平台，在现行的制度框架（联合国）下进行可持续标准的谈判是理想选择，但是它有点耗时耗力；第四，可持续标准认证必须与资金和能力建设援助连接，即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资金和能力建设援助，只有如此，才能调动发展中国家参与可持续标准谈判的积极性。
总之，可持续标准的制定直接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如果生质燃料可持续标准设计得当，它会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的利益，因为发展中国家借此可以加入一个有利可图的新市场。就生质燃料的生产而言，许多发展中国家恰恰拥有适宜的土地资源和劳工资源，它们可以成为生质燃料的有效生产者，并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此外，借助合理的可持续标准，发展中国家还可以获得一定的技术、资金和市场信息，这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生质燃料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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